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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建立后不仅国家的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高等

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高度重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

亚历史研究室、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先后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河。

尽管“文革”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 1972 年后各项复建工作又先后开展。
1978 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正式成立。1984 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 中外关系史) 博士

学位授予权，并开始培养国内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人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再

次进入发展时期。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发展，推动了国内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为

新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和侨务问题研究培养了研究队伍，为国内东南亚研究的多学科发展和进一

步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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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随着冷战不断加剧以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快速发展，东南亚地区日益成为东西方

两大阵营对抗以及新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关注的重点，因此建国初期不仅对外工作开始关注东南亚

问题，而且与东南亚相关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也日益重视该区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 以下简称“高教部”)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侨

委”) 、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中科院”) 、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等的领导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
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了专门的东南亚研究室、所，开启了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建设的先

河。尽管“文革”初期各研究机构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 1972 年后相继复建。1978 年，中国

东南亚研究会成立; 1984 年，暨南大学、厦门大学获批专门史( 中外关系史) 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

培养新中国首批东南亚史和华侨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行，对当前国内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与国家的研究和认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抚今追昔，本文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为研究中心，考察 1949－1984 年中国在

有关东南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是如何定位与布局以及如何处理应用

研究与基础研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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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东南亚研究的逐步重视

由于冷战兴起以及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二战后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热点之一，美、苏、
日等国纷纷建立相关研究机构。美国学界在二战中就开始重视东南亚研究，战后康奈尔大学、耶鲁

大学、加州大学( 伯克利) 等先后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从历史、地理、语言、民族、政治、经济等多学

科展开研究，其中重点关注印尼、泰国、南越和菲律宾等国。从 1950 年起，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

所、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也先后开展东南亚研究，并将重点放

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体系的消亡问题上。曾服务于日军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东亚研究所、太
平洋协会等在二战后解散，但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亚洲问题调查会、亚洲协会、日本远东经济委员会

协会、亚洲经济研究所、亚洲政治经济学会等机构于 1954 年后先后成立，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

大学、爱知大学、三菱经济研究所等均参与其中，这一时期《亚洲问题》《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资料》
《亚洲研究》等刊物获得出版。此外，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远东学院、荷兰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顿大学等均重视东南亚研究。
与国际学界东南亚研究热潮的兴起相比，新中国对该议题的关注主要源于该地区的地缘战略

重要性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就积极支持东南亚各民族的反帝反殖运动，并

将此视为反击美国冷战遏制战略以及扩大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1949 年 11 月 16 日，刘

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表示，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普遍而强大地发展起来，

“殖民地半殖民地这种抵抗帝国主义进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乃是增进与保卫世界和平的

伟大力量……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

的”。［1］随着印支地区援越抗法斗争的开展以及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的外交实践也

越来越急需对东南亚地区与国别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相应政策的研判。
与此同时，东南亚庞大的华侨群体也是促使中国关注该地区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东南亚部

分国家出现排华，以及华侨被迫入籍，引起了新中国政府的密切关注。然而，国内关于东南亚的研

究和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工作存在种种被动。1955 年

12 月 8 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就提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存在“认识落后于形势”的问题，具体

表现在: ( 1) 对东南亚的形势估计不足; ( 2) 对驻在国的形势估计不足; ( 3)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

尤其是新中国的影响估计不足; ( 4) 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友好合作的

可能性估计不足。［2］对于刚刚执掌政权、缺乏外交经验的共产党来说，这些“不足”虽然在所难免，

却是必须要尽快弥补的。
对于中国拓展与东南亚交流合作的有利因素，张闻天分析说“我们同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上、历

史上有许多共同点，并且都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分布在东南亚各国的二千万华侨，又是扩大我们

影响的有利因素。”“在各种重大国际问题上争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贸易、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

等方面开展工作，都存在极大的可能”，但目前的外交工作却阻力重重，中国外交急需改变被动、保
守的状态。［3］此后不久，张闻天在外交部就开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国际

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注意当前的动态与对策，而且还应该有对国际关系和外国的系统研究，特别是

研究一些中长期的、带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4］他还利用 1956 年 1 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

问题会议以及准备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时机，主持制订了外交部《关于发展国际问题学科

和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规划( 草案) 》，由此开始着力推动一项全国范围内国际问题研究的基

本建设工程。［5］除外交部外，高教部、中侨委、中国科学院以及相关地方省委、省政府等也先后提出

了关于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东南亚问题研究的意见、指示和举措( 详见后文) ，到 1963 年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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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已被列入中央工作的重点范畴。
1963 年，周恩来在出访亚非 14 国前，曾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讨论如何加强研

究外国工作问题，会后有关部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

出，国内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是存在 5 项不足: 第一，专门的研

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太少; 第二，除外交学院外，高等学校中没有国际政治的学科和专业; 第三，缺乏

外国问题资料; 第四，仅有的几个有关研究机构，方针任务不明确，整个研究外国的工作，缺乏统一

指导和部署; 第五，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缺乏交流与协作。① 这份报告尖锐地指出了当时中国

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整个研究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针对以上 5 项不足，该报告提出了 8 项改进措施: ( 1) 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 ( 2) 在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 ( 3) 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 ( 4)

逐步建立地方上对外国研究的工作; ( 5) 加强外事机关及驻外机关的研究工作; ( 6) 加强国际研究

工作中的协作; ( 7) 采取“动静结合，内外交流”的办法，培养研究干部; ( 8) 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

组”。② 这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全面肯定，他指示成立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

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成员有廖承志、周扬、陆定一、孔原、赵毅敏、蒋南翔、刘少

文、李一氓、张彦、冯铉、熊复、姚溱、于光远、孟用潜、乔冠华、宦乡、卢绪章、吴冷西、朱穆之、徐光霄、
陈忠经等 21 人。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不少高等院校随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研究

队伍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20 世纪 60 年代，东南亚研究能得到重视与中央这一指示密切相关。
除以上外交实务工作的推动外，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也对新中国在东南亚研究问

题上的知识体系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 年 9 月 10 日，高教部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

“文法科急待整顿改革，创造条件，准备发展”。［6］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各国史研究，作为与

中国外交、中外人文交流、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国防教育等相关联的重要内容，首先在课程设

置上得到了高教部的重视，其研究的紧迫性也得到了中科院以及政务院的认同。1954 年，高教部

同意综合大学历史专业开设亚洲各国史，原因是“现在亚洲各国人民已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巨大力

量，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的关系较为密切，特别是今后在亚洲的地位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使学生

具有较多的亚洲各国史知识。”［7］同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第 204 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际问题和亚洲史的研究也亟待开

始。”该报告得到了政务院会议的批准。［8］

在此背景下，中央教育、科研管理部门以及知识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历史学高等教育中推

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史教研，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大意义。众多学者在国家主

管机关领导下制定出的国内首部《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不仅确立了亚洲各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国

家统一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且还为开展东南亚研究、东南亚各国专史的编写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基本

范式，为培养、凝聚东南亚研究的专门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中国学者在苏式教育基础上进一步

独立提出学术议题、开展有方法论特色的东南亚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内学术界的亚洲区域国别

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亚非史、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前提。显然，开展东南亚研究的主客观环境已经具

备，建立东南亚研究学术机构的设想亟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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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新加坡南洋学会创办者之一、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前辈姚楠曾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

就曾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专论，呼吁政府设立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当时政府因为建国不久，

主要力量集中用于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对此尚未能顾及，但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就在

1956 年由厦门大学设立南洋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设立东南亚研究室，开始进行东南亚和海外

华人史的研究工作。”［9］闽粤两省高校能够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实现开拓，地缘优势、办学历史、学者

汇集以及学术领导人的眼光和作为不可或缺。
建国后，厦门大学在开展东南亚研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学校于 1951 年实行院系调整，当年

11 月根据华东综合性大学座谈会议精神在全校文法、财经、理三科 15 个系和两个专修科中设置 18
个专业。1952 年 8 月，厦门大学确定“历史学专业及其南洋史专门化为发展重点”。这一定位是由

于厦门大学认为学校地处侨乡，面向南洋，对于南洋史地及华侨活动历史的研究责无旁贷，而且

1949 年后学校就设立了南洋研究馆( 1952 年改馆为室) ，搜集了较丰富的南洋各地资料。另外，

1951 年学校奉准筹设人类博物馆，收藏有很多关于南洋史地、风俗、人种等方面的资料，根据地理

环境、学术分工及自身设备条件，拟将南洋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发展方向，即向南洋史专门化

方向努力。［10］可见，厦门大学清楚自己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区位优势和研究基础，同时将南洋研究定

位在历史学范畴。考虑到历史学涵盖面广的学科特点和长期以来的办学优势，表明该校是将南洋

史研究作为长期发展的重点，在精心和慎重地推动，这一点与中央的办学思路是一致的。1953 年

10 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传达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时专门强调，学校工作总的方针是稳步

前进，既反对盲目冒进，也反对保守不进，文科要加以整顿、巩固和改造，以便为将来的发展做准备;

先尽力之所能把专业搞好，然后再逐步进行各种专门化的设置。［11］

厦大南洋研究馆是 1950 年 8 月学校收并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 该馆长期从事收集中国东

南沿海省情、东南亚等地侨情以及有关海洋科学资料的工作) 基础上成立的研究机构，馆长由人类

学家林惠祥担任。① 1952 年，学校在研究馆基础上成立南洋研究室。与此同时，在林惠祥的积极努

力和推动下，成立了人类博物馆。这两个馆的成立随后有力地推动了该校的东南亚和华侨问题研究。
1955 年 1 月，陆维特担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后，将该校在东南亚研究上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同年 5 月，陆维特在北京出席全国高教工作会议时提出，厦门大学的主要特点一是由华侨创办且为

华侨所需要的大学; 二是面临东海和太平洋，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科学研究和教学价值。所以，厦门

大学应该确立“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该提议得到了高教

部的肯定与重视，为此中侨委、高教部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如何落实“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

发展方向。会议提出要在厦门大学设置海外华侨函授部，多招收华侨学生，同时成立南洋研究所，

研究华侨历史以及华侨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情况和问题，以提高华侨的科学知识和工作

能力等。此次会议的最终决议由高教部和中侨委联合报请国务院批准。［12］

1955 年 12 月 20 日，高教部正式下达《关于厦门大学发展方向的决定》，决定认为: 厦门大学由

陈嘉庚和南洋侨胞捐资举办数十年十分不易，广大侨胞均通过政府对厦大的态度与措施来观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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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宪光:《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沧桑》，《海内与海外》1999 年第 6 期; 《陈起吾父子与海疆学术资料
馆》，见常家祜:《厦门轶闻史话实录》，厦门: 厦门市直属机关印刷厂印制，2002 年，第 68－69 页; 陈永安:《海疆学术
资料馆始末》，见厦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宣传委员会编:《鹭江春秋》，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96－400
页; 郑宏:《厦门大学文化的历史与解读》，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7 页。



府的华侨政策，他们希望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适合侨胞的特点与要求。厦大地处海边，面向海

洋，又在国防前线，情况特殊。兹决定厦门大学应以“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为今后发展方

向，其主要方案中还进一步提出: 厦门大学各专业各教研组加强与南洋、台湾、海洋及本地特点有关

的各种问题研究，如历史系的专门化及研究方向应以东南亚各国史、帝国主义侵略南洋史、南洋华

侨史、台湾开垦史为重点。此外，应以现有人类博物馆为基础，筹备成立南洋研究所，逐步开展对东

南亚各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必须与有关专业、有关专

门化的设置及有关教研组的科学研究计划密切结合起来。［13］1956 年 2 月 17 日，中侨委副主任廖承

志所做的《过渡时期党的国内侨务工作方针》报告中也提出，“为提高和培养国外华侨师资水平，高

教部已决定厦门大学今后应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多吸收华侨学生，试行函授办法，增设南洋

研究所。为使国外侨校教师能有短期回国学习机会，建议厦门大学及某些适当的中学、高等学校

( 具体学校待与高教部、教育部商定) 兼负培养训练短期回国教师的工作。”［14］1956 年 10 月 1 日，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函授部正式成立，陆维特兼任南洋研究所所长( 直至 1970 年) ，林惠祥

担任副所长，方德植担任华侨函授部主任。陆维特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南洋研究所是研究南洋华侨

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问题，以及南洋华侨所在国的历史、地理、人种、风俗习惯和文物制度等

问题的科研机构。“南洋研究所的成立，是值得学术界、华侨同胞及东南亚国家的朋友们兴奋的一

件富有意义的事件。”［15］

为了与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相区别，南洋研究所成立后将研究重点放在海岛地区国家，而中

山大学则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半岛地区国家，特别是越南、泰国、缅甸等。［16］1956 年 12 月起南洋研究

所开始进行侨乡调查，为编写华侨史做准备。1957 年 2 月，中侨委指示，明确南洋研究所两年内的

工作重点要放在研究与编写南洋华侨史( 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方面。
1949 年之后，国家对东南亚的认识与了解之所以非常欠缺，就在于关于该区域的知识体系没

有基本搭建起来。而这个过程，资料与文献的积累与搜集是实现知识增量、认识深化的必要前提。
这个工作又可分为内外两个大的方向。该所 40 多位教师一方面进行南洋华侨史研究，一方面进行

史料搜集与编写工作，分头从中外文书籍、杂志以及中国古代丛书、类书、史书、地方志( 包括闽粤

两省) 、各家文集、族谱中搜集有关资料。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历史研究组、政治经济研究组、
资料室的教师还 6 次赴晋江专区的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和福

清等 11 个县市的侨乡进行调查，共调查华侨史迹 8 处，收集到华侨族谱 80 部、华侨传说歌谣 4 首、
口述资料 70 件、侨务文件 105 件、墓志铭 26 件等，最后撰写出《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

告》。［17］此外，南洋研究所创办了《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开始翻译、出版国外学术文章和资料，一些

经典著作就是这一时期翻译发表的，如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斯金纳《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

析》、K． A． 尼罗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史上的室利佛逝》。注重田野调查是这一时期研究

的重要特色。1958－1961 年，南洋研究所受国家科委的委托，调查编写《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

资料汇编》，先后派出 20 余人分赴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形成了 160 万字的成果，同时与

福建省委统战部合作进行《福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问题》的调查编写工作。1959 年印尼出现排华

后，在中侨委的要求下，南洋研究所组织力量投入编写《印尼华侨史》《印尼华侨经济》两部著作，

1960 年 6 月，中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邱及还赶赴厦大参与编写工作。1963 年 5 月，南洋研究所桂

光华、吴凤斌与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刘玉遵、黄重言到广东省阳江县织篢农场进行田野调

查，访问了数百名 1900－1940 年期间被卖到印尼苏东种植园和邦加锡矿做工的华工，记录整理了

44 篇调查报告，最后汇编为《“猪仔”华工访问录》一书，成为迄今侨史学界为数不多的华工口述史

料之一，代表了那个时代华工问题研究的学术高度和贡献。［18］闽粤两省学术界的互动、联合与分

工，可以说是建国初期东南亚研究兴起中的重要现象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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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5 月，厦门大学党委决定南洋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扩大为包括印尼、缅甸、柬埔寨、南越、
老挝、马来亚( 包括新加坡、北婆罗洲) 、泰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国。研究机构除将原

有的历史研究组和政治经济研究组扩大为研究室外，陆续增设哲学思想、教育、语言文学和华侨问

题 4 个研究室，同时扩大编译室和资料室。厦门大学还整合全校的力量拓展东南亚研究，要求文科

各系密切配合并以南洋研究所为基地，开展东南亚、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

究，增设东南亚语言文学、东南亚和南亚史、东南亚和南亚经济 3 个专业。在人员配置上，除已有

43 人( 其中科研人员 18 人) 编制外，再增加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专职研究人员 25 人，翻译人员 11
人，高级资料人员 3 人。［19］此后直至 1970 年研究所在“文革”期间被迫停办为止，南洋研究所的规

模和研究能力都获得了大幅的提升。
与厦门大学并驾齐驱的另一东南亚研究学术重镇是中山大学。1952 年院系调整后，原岭南大

学主体并入中山大学，其中岭大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大部分人员被并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

1952 年起，历史系开始了亚洲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成立了亚洲史教研组，重点进行东南亚史和

东南亚华侨史的研究，先后编出亚洲史以及越南、缅甸、印度、泰国等国的历史讲义，可以说为东南

亚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20］广东的东南亚研究开展与一些历史名家的推动有密切关系。
1952 年，陈序经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教，1956 年又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根据陈序经公子陈其

津回忆，“1954 年以后，父亲曾参与筹建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室。他认为广东与东南亚关系密

切，研究东南亚历史是有意义的。”［21］此外，朱杰勤等著名教授也提出广东地区与东南亚在历史、地
理上关系十分密切，开展研究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研究东南亚必

须重视华侨问题，东南亚华侨中广东籍人员数量占据绝大多数，加大研究有利于了解侨情和贯彻国

家侨务政策; 广东学术界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基础，具备开展研究的能力。因此，广东从事东

南亚研究可以说是“人地相宜”，应大力开展。［22］

1956 年，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中大制定了科研发展总规划并报请高教部批准，其中包括《中

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规划草案》。中大提出，“我国 1956 年至 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 初

稿) 中，历史学、国际问题等学科的规划，都订出有关东南亚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东南亚的研究

是复杂艰巨的任务，要作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不是单靠一个教研组几个教师兼顾教学之余进行

研究所能为力的，因此，我校拟成为东南亚研究所的科学据点，设法调配人力充实设备，因此，有计

划地专门从事于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确定其东南亚研究范围在与厦门大学联系分工的基础上，

主要集中于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并根据学校条件兼顾印度; 整合学校的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资

源与基础，开展东南亚地理、民族和考古研究; 制定 1957－1960 年间培养 54 名博士研究生的计划，

从北京大学东语系调配通晓东南亚国家语言的毕业生加入研究队伍。1957 年，全所研究人员计划

达到 80 人，1958 年再增加 40 人，并出版《东南亚研究所集刊》《东南亚月刊》、亚洲研究丛书等。［23］

1956 年，中山大学向上级申请成立东南亚研究所，但未获批准。1957 年，高教部指示中山大学

历史系成立亚洲史研究室。之后直到 1959 年 3 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才正式成立

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此后，中大的东南亚研究因应当地局势，特别是排华事件，组织编写《东南亚

各国华侨史》。到“文革”爆发前，规划了以下研究议题: 兴隆华侨农场史、印尼华侨史、美洲华侨

史、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简史、东南亚各国华侨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东南亚各国工人

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古代有关东南亚史料、东南亚各国近现代史、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

史、东南亚各国国际关系史等。
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展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相同点，二者均重视东南亚区域国

别研究和东南亚华侨问题研究，并从历史学学科范畴起步，力图借助自身办学的有利条件逐步扩大

为包括经济、人类学、考古等多学科在内的综合研究; 同时在国家现实问题需求下，重视基础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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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研究，体现出推动学术发展和为国家服务的双重作用和功能。在两校关系上，也体现出相

互合作与促进，推动学术上的正常交流。在不同点方面，厦门大学“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的

发展方向得到国家部委的重视并以国家政策扶持形式确定下来，而中山大学却未能实现这一步，尽

管其也拥有优良师资和地缘优势，但其东南亚研究的规模尚停留在研究室这一层级，其真正扩大和

专门化一直等到 1975 年才实现。

三、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暨南大学与东南亚研究力量的聚合

1958 年 9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正式成立，涉及东南亚与华侨研究的是该院下属的广

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社科院的前身) 。创建之初，按照广东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应在地理环境较有利的条件下，开展对港澳及东南亚及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指示，研究

所成立经济研究室，下设港澳、东南亚、华侨经济 3 个研究组，并决定于 1959 年 1 月 1 日创办《东南

亚经济资料汇编》( 季刊) ，以“蒐集和整理世界各国(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对东南

亚各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资料和一些专著，以供研究东南亚经济和有关业务部门作参考”，主要内容

是: ( 1) 各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动态的报导; ( 2) 华侨经济状况; ( 3) 有关各国的各种经济统计资料;

( 4) 有关对东南亚经济研究的专论。［24］

1958 年 11 月，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南亚国家组组长、经济学博士瓦西里耶娃和该所研

究人员历史学副博士列文逊到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单位

进行学术交流，在广州期间瓦西里耶娃介绍了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情况，还和列文逊分别作了题为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危机》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厦门大学王

亚南校长还受邀赶赴广州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在各方与瓦西里耶娃和列文逊的交流中，大家都

对开展东南亚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今后要保持联系协作达成共识。［25］可以说，瓦西里耶娃此行

对广东地区开展东南亚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还特别邀请厦门

大学王亚南校长，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省侨委、省外贸局、中国银行等单位召开关于如何

加强东南亚研究的座谈会。与会方均承认广东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先天”优势，指出“广州地区一

些高等学校、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都按照各自的需要，设置研究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但是，这种组织机构分散，没有统一的研究计划的情况，尚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显

然，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以及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力图整合广东全省的东南亚研究力量，这与

中科院和中宣部的要求是一致的。［26］

1959 年，中科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华侨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以东南亚各国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和近代、现代史、华侨

史为研究重点”，具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是南越、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 等。① 研究所设于暨南大学，由学校配套办公场地。广州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还建议省委考虑任命暨南大学一位副校长兼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并由朱杰勤负责具体

工作。之所以选择与暨南大学合作，并将所址设在暨南大学，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想充分利

用该校的华侨特色背景和教学科研优势。
暨南大学前身暨南学堂成立于晚清，专职教授海外侨生，奉行“宏教泽而系侨情”的侨教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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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示成立东南亚研究所有关具体工作问题》( 1960 年 1 月 27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 省社会科学院) 档案 322－1－3，第 60－73 页;《关于将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改为东南亚研究资料的请示报告》
( 1960 年 3 月 18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省社会科学院) 档案 322－1－3，第 83－84 页。



方针。1927 年由国民政府扩建为大学，期间学校还设立有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专职从事南洋问

题研究。暨南大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辗转播迁，建国后于 1951 年 6 月在上海停办。考

虑到广东毗邻港澳和东南亚的特殊地理区位和华侨众多、侨生教育亟待发展等现实和需要，1958
年广东省委、省政协报请高教部、中侨委并经国务院批准，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并由广东省委第一

书记陶铸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从复办伊始，就重视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在华

侨预科、文理科专业设置上进行了细致规划，汉语、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学、英语和会计等专业重点

面向东南亚侨生。1958 年朱杰勤调入复办的暨南大学历史系，推动历史系先后开设了亚洲史和东

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史课程。
中科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由暨大承办，但由前者管理，这种管办分离的模式有较大的制约

性。因此，1960 年 10 月 20 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决定将东南亚研究所交由暨南大学领导，但

名称并未改变。1963 年，暨南大学从广东省划归高教部管理后，东南亚研究所的领导权完全交给

暨南大学，名称也自 196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改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此后全所开展了一批研

究项目，诸如战后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香港经济资料概况、帝国主义向东南亚经济扩张、战后美帝

国主义向东南亚侵略简史、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对东南亚各国侵略、翻译有关东南亚的专著和基

本资料、华侨经济等。［27］

1962 年 4 月，时值万隆会议 7 周年之际，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支持下，中国亚非学会在

北京成立，亚非研究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在( 亚非学会) 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周扬部长讲了

话。外国人对我们很了解，对亚非也了解，我们以支持亚非国家为重点，但不了解人家的情况。国

内人民了解亚非各国也很少，知识不够，陈总说，‘常见外宾谈到与我国来往历史，但有些我不知

道。帝国主义了解，就是研究的多。我们作为大国，各国人民要向我们学习，我们的威望很高，我们

无大国主义，但不了解人家的历史、文化，实际上等于看不起人家。’研究机构少，但力量如何集中

( 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28］5－6 月，中央部委领导又召集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亚非研究所( 按照毛主席指示 1961 年正式成立) 的负责人在北京商讨亚非研究工作。期

间，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提出，研究所要搞基本资料，完全配合目前形势不行，这些工作由外交部门

主要负责，同时还要出版科学性有参考价值的书，先从出版资料性书、丛书开始，这两类书要组织全

国力量进行，为全国普及知识，也可培养出干部来。南洋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可抽调一些人员撰

写或翻译一些书，可送学会公开出版。［29］

6 月 4 日，中侨委方方副主任召集 3 个所传达了周总理和中侨委廖承志主任的相关指示: “研

究所应搞专题，出版书使广大群众能看得懂，内部材料看不完，各单位要搞有分析的东西。”廖承志

对南洋研究所的专门指示是:“必须与兄弟所分工，南洋所以研究华侨为中心，即华侨问题研究所，

不搞动态，不搞热潮，不承担当前为政治服务的任务，这些任务由外交部管。应对华侨各个历史时

期的重大事件，如红溪事件，作深刻的科学研究。南洋所不搞一般性知识丛书，要搞基础的系统的

历史的书，先写好印尼华侨经济和华侨历史两本书，然后搞泰国、新马。”工作方面，“要千方百计收

集资料，古今中外都要，但必须掌握当前问题的资料……两三年写不出书要顶的住，要踏实，不要徒

具虚名。”干部选用方面，要“从长远眼光培养干部，要争取老知识分子、老华侨、对政治历史有经验

的人。研究东南亚日本有几万人，要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这样的人哪里都需要。”［30］周总理和廖

承志的指示从不同层面提出对东南亚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廖承志的指示尽管是对南洋研

究所做出的，但是对于指导东南亚研究的方向、方法及研究人员选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

东南亚研究的分工与协作，不搞重复建设是三所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此外，周总理关于有分析的

专题研究与廖承志所提关于科学研究的任务，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也认为，

“以动态研究为纲是带动不了学科建设的，主张进行系统研究与基础研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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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履行中央相关部委指示，三所在京期间就合作问题达成记要并成文交换，其内容如下:

亚非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三所代表谈话记要

三所为了互相启发、互相鼓励、互相支援，以及建立协作关系，以促进彼此资料工作、研究工作

的开展，由张铁生同志代表亚非研究所、陆维特同志代表南洋研究所、梁奇达同志代表东南亚研究

所，并有中央侨委邱及同志参加，于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在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交换意见，就下列

各项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一，交换图书、报刊及其他资料的目录，交流蒐集资料的方法、途径。
二，交换关于资料工作、研究工作的规划、计划以及有关的学术情报。
三，交流关于翻译的语种、干部、计划及工作的情况，互相赠寄翻译的书刊和资料。
四，交流关于编写出版的计划及工作的情况，互相寄赠编写的书刊和资料。
五，根据需要和可能，举行关于资料工作、翻译工作、研究工作等专业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及学术

讨论会。这种会议由三所轮流举行。
六，互相派出干部参观、学习; 互相帮助培养干部。
七，为节约外汇，互相协商分工订购国外图书、报刊。
八，交换工作总结，交流全面情况。
三所代表认为，上述一、二、三、四项可以根据各自情况立即实行，其他各项待条件成熟后再议。
为了使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协助收到成效，南洋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一致推定以亚非研究所

为首负责加强联系。如有其他同类性质的研究机构赞同上述意见和办法者，经三所同意后，可以参

加协作。［32］

与厦大、暨大比，亚非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主要负责系统研究亚非各国政治、经济和历

史，下设非洲、阿拉伯和亚洲 3 个研究组。按照 1961 年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亚洲组已开始日本农

业、印尼土地问题、印度国家垄断资本和老挝的基本情况研究。［33］由作为中央相关决策“助手”的亚

非研究所负责三所的联系沟通任务，显然是考虑到其单位性质。
1964 年 3 月，高教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布置工作会议，强调外国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培养研究队伍。会议还提出，高校在区域研究上要有所分工、侧重，避免同质化。云南大学研究西

南亚及泰、缅与中国关系史，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虽然都面向东南亚，但要分工，中山大学

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包括古代史，但重点是近现代史。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研究现状( 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现状) ，其中东南亚研究所以越南、泰国为重点，兼顾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新马菲，

南洋研究所以印尼、新马菲为重点，兼顾印度支那、泰、缅。东南亚研究所要成立东南亚经济地理研

究组，同时东南亚研究所与同城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建立东南亚学术指导委员会，吸收兼

职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34］按照暨南大学党委要求，1964 年东南亚研究

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共有: 印度支那组、泰缅组、南洋群岛组、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组、港澳问题

研究组、东南亚经济研究组、东南亚经济地理研究组、编辑部。［35］

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在“文革”到来前获得了较大发展，甚至在联系全省东南亚研究力量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 1970 年暨南大学在“文革”期间停办，东南亚研究所亦随之停办，东南

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设备移交广东外语学院，人员归入广东化工学院，一时间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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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办与发展

经过“文革”期间的停办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1972)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1975) ①、暨
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1978) 先后复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全国有更多的东南亚研究

机构得以创设。如云南、广西、河南等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1963 年，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下达后，云南省历史研

究所设立了东南亚研究组。1972 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恢复，调进了一批熟悉东南亚历史和精通东

南亚国家语言的研究人员，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室，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创办了不定期内刊《东南

亚资料》。1979 年开始招收东南亚历史与现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为适应形势发展，1981 年

以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和南亚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1977 年 12 月，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得以恢复( 该机构 60 年代初已经建立，60 年代末解

散) ，其中内设印度支那研究室。1978 年底，该所更名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原先内设的印度支那研

究室改名为印度支那研究所，重点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 3 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以及

与中国的关系。80 年代末，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改名为东南亚研究所，研究的领域逐

渐扩大到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郑州大学历史系印度支那研究室成立于 1980 年，主要研究印支

3 国历史等。此外，国内还有十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涉猎东南亚问题研究。这样，1978 年全国

性的东南亚研究团体———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随后地方性的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如福建省东

南亚学会、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等也于 80 年代初期先后成立。与东南亚研

究密切相关的其他学术团体，如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分

会有上海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西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等) 、中国太平

洋历史学会等也相继成立。
同前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对后续的中国东

南亚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是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1984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暨南

大学朱杰勤教授、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为专门史( 中外关系史) 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开启了国内

首批东南亚史、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
云南东南亚研究所等学术单位也相继开始招收、培养多批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正如戴

可来、王介南所言，“一批批思想活跃、进取心强、专业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外语功底较为扎实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和一批批出国进修东南亚研究专业的中年学者，为我国东南亚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

注入了活力。”［36］这批学者稍后成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骨干和精英，引领国内东南亚区域研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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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3 年，“文革”期间被一度“打倒”的原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李嘉人被再次
任命为中山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他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并大力强调要抓教学，抓科研，落实知
识分子政策，恢复东南亚研究。1975 年 1 月 8 日，中山大学以党委 1 号文的形式向广东省高教党委、省革委科教办
提出关于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拟在中山大学复办东南亚研究所，按照中山大学规划，东南亚研究
所下设历史研究室、经济研究室、经济地理研究室、翻译和资料室。人员主要来自历史系东南亚历史研究室现有人
员、省内外有关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商调与挑选一部分，以及从校内外聘请兼职研究人员。已经拨给广东外
语学院的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设备全部调给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再请
示》( 1975 年 10 月 3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会档案 229－5－42，第 104－107 页) 。2 月 3 日，广东省高教党
委批复基本同意中山大学党委报告。( 《同意复办东南亚研究所》( 1975 年 2 月 9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
会档案 229－5－42，第 108－113 页) 。对此，广东省委书记( 当时还设有第一书记) 王首道、省革委会副主任雍文涛也
批示表示支持。( 《对中大复办东南亚研究所的意见》( 1975 年 10 月 11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革委会档案
229－5－42，第 101 页) 。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内出现了 3 个专门刊登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刊物。民国时期，国内有《南

洋学报》《南洋旬刊》《南洋情报》《南洋研究》等专门讨论东南亚问题的刊物，1949 年后这种状况不

复存在。1974 年，厦门大学《南洋问题研究》创刊，1979 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论丛》创刊，暨南

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1967 年停刊，1979 年复办。因为有 3 个专门刊发东南亚研究的杂志相继

创刊和复办，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发表平台，给刚刚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注

入了活力。
在学术出版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著作有《新加坡简史》( 商务印书馆，1978 年) 、《缅甸简史》( 商

务印书馆，1979 年) 、《东南亚五国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1 年) 、《泰国简史》( 商务印书馆，1984
年) 等著作问世。同“文革”前相比，学术研究文章的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南洋问题研究》1978－
1984 年刊发中文论文共计 227 篇，《东南亚历史论丛》1979 年出版 2 集共刊文 22 篇，《东南亚研究

资料》1979－1984 年刊发中文论文以及译文等计约 330 篇。
相比之下，学界在资料编辑和翻译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和丰富。在资料编辑方面，如《中国对

越南侵略者自卫还击战斗资料汇编》( 1979 年) 、《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

编( 1－7 册) 》(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和昆明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印制，1984 年) 、《柬埔寨大事记:

1975．1－1980．12》( 1981 年) 等。
在译著出版方面，有《微笑的将军: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商务印书馆，1979 年) 、《十九世

纪至二十世纪初俄泰关系: 沙俄外交文件选译》( 1980 年) 、《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 世

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 、霍尔的《东南亚史》( 商务印书馆，1982 年) 、《东印度航海记》( 中华书局，

1982 年) 、《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2 年) 、《东盟经济剖析》( 暨南大学东

南亚研究所，1983 年) 、《战后东南亚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 、《三宝垄历史: 自三保时代至

华人公馆的撤销( 1416－1931) 》(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 年) 等。此外，这一时期厦门大学《南

洋资料译丛》共计发表译文 354 篇，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译丛》出版 3 集共计发表译文 31 篇。
正如学者评述的，“直到解放前夕，尽管有些著名学者如刘士木、李长傅、许云樵、冯承钧、张星

烺、向达、姚楠、朱杰勤等教授治东南亚史成绩卓著，成果斐然，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但从整体而

言，我国对东南亚的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仅偏重于东南亚各国一般情况的研究和国外研究成果的

译介。较为科学地进行系统深入的东南亚研究，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37］可谓确

评。“文革”后期开始逐步恢复的东南亚研究，在这一阶段还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特别是在

资料汇编和翻译方面，许多文献迄今仍是东南亚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1978－1984 年东南亚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时代特征。首先，翻译的文章、著作以及汇编

的资料文献要远远多于研究类的成果。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在于“文革”中断了国内关于东南亚

研究的资料积累、信息搜集和跟踪研究。“文革”结束后，学界短时间内立即重启研究的条件非常

欠缺，东南亚研究力量正处于重新恢复和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此背景下，重新与国外学界对接的最

直接、最有效工作即是翻译、介绍国外相关成果和信息，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打下基础。译介

先行既是满足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需要，也是一种“文革”后遗症的表现。
1978 年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一背景也体现在了同期国内的东南亚研究

兴趣和关注点上。学界集中对老东盟国家的历史、政治、经贸、文化等开始多方位研究，除《新加坡

简史》《泰国简史》《东南亚五国经济》《东盟经济剖析》等专著和译著外，《南洋资料译丛》和《东南

亚研究资料》翻译了大量有关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 5 国的经贸、金融、工业发展

等方面的国外成果以及各类经济统计资料。同时，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这与中国改

革开放需要华侨助力、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侨务机构的恢复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时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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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侨华人群体不仅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而备受关注，同时东南亚族群政治发展过程

中涉及华裔族群的相关问题，也逐渐被国内学界重视。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学界对

越南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以及围绕该议题苏、美、日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当时关注的热点问题。

结 论

冷战时期，在国家战略急需的特定背景下，为配合中国外交、侨务政策的开展，新中国政府日益

重视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其中对涉及周边国家外交以及华侨华人的相关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东

南亚作为中国近邻以及华侨华人的最主要聚居地区，其具有的东西方对抗、革命与发展道路并存、
冷战与热战相互交织的区域发展特点，促使新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对该地区的研究，在国内组建了专

门的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
在研究机构设立方面，中央考虑到了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地缘性特点，注意发挥广东、福建以及

云南、广西等省区毗邻东南亚、海外侨民和归侨侨眷人数众多，长期具有与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

和侨民交往方面的积淀和优势，从而选择在这些地区选点、布局，组建东南亚研究机构。这种设计

不仅有利于发挥中央与地方的各自特长，而且也兼顾到中央和地方发展对东南亚研究不同方面和

不同层次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中央对东南亚研究的顶层设计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注意到

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性质与研究规律、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促进、社会服务与人才

培养的相互衔接等方面关系; 不仅注意发挥相关高等院校在推进东南亚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人才聚

集优势，而且在学科建设中注意将东南亚研究置于相对应的学科之中; 在学科点的布局和学科带头

人的遴选方面给予重视，同时将国家的短期需求与长期人才培养工作联系起来。这些理念与设计，

对于今天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大区域国别问题研究，深化、细化东南亚对象国的研究方面弥足

珍贵。任何背离学术发展规律的所谓区域研究都将会受到实践的甄别与淘汰。
对于今天的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来说，最缺乏的恐怕是对象国的经历与语言掌握。战后，国外

的东南亚研究名家共同特征是具有丰富的东南亚经历、精通当地的语言，如巴素( Victor Purcell)
1921－1946 年担任英国驻马来亚殖民官，哈威( G． E． Harvey) 1912－1934 年在缅甸有过长达 22 年

的殖民官经历。1921－1934 年，霍尔( Hall) 在缅甸仰光大学工作，创办了历史系，并担任历史系主

任。1902－1923 年弗尼瓦尔( J． S． Furnivall) 是英属缅甸的殖民官，妻子是缅甸人。他们长期接触对

象国，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字和历史风俗，与当地人通婚，这些特征确保了他们研究的深度与质量。相

比之下，这一时期新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队伍中也有一批当时回国的东南亚归侨，他们至少掌

握一种东南亚语言以及中国方言，又有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历，在东南亚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研究机构陷于停顿，大量国外研究资料停止进口，研究队伍被打散、分流，导致新

中国东南亚研究错失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窗口期。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呈现蒸蒸

日上、新作迭出的大发展局面。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其著名的东南亚研究成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

者的武器》; 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基于印尼问题研究

并于 1983 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享誉国际学术界，其创刊的

学术杂志《印度尼西亚》已成为国际学界关于印度尼西亚地区问题研究的权威期刊，等等。而在小

语种教学方面，在美日英等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中，除专业研究人员普遍掌握东南亚地区一门以上

相关语种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学习了印尼语、泰语和他加禄语，各东南亚研究机构还广泛

为学生开设有小语种课程，并在赴东南亚长期实地调研方面提供颇多机会。相较之下，这一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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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还较为单一，前往对象国的实地调研和接触机会非常有限，在学

生培养特别是小语种培训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和变迁，既体现出地域特色对办学方针和学术研究的持久和显

著影响，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东南亚学术研究传统在建国后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中国高等教育中

国际问题研究的新发展。它们一方面在继承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又受到冷战兴起后中国

外交政策、侨务政策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开始更多地强调国家需要和自身的办学使

命及特色，强调科学研究对国家的服务，强调学者的有组织联合和共同攻关，强调学科和专业的设

置和规划，在此背景下各类研究室、所逐渐成立，相关学者得以汇聚，相互沟通与联合成为业界常

态; 另一方面，高校根据自身办学路径和条件，确定了对东南亚研究的侧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

身的研究特长。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文献资料的传承与积累越久远、深厚，对对象国的

认识才有可能越全面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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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Ｒ．C，Southeast Asia researches as important issues on China's foreign policies and
Asia studies were paid more attention by central government． During 1950－1960，Nanyang Institute of Xiamen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Historical Ｒesearch Offic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stitute of Jinan University，

as the first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stitutes of P．Ｒ．C，had been established． In spite of the Culture Ｒevolution，develop-
ment of these institutes met setbacks． However，after 1972 reconstructions were carried out and more academic achieve-
ments came out． In 1978，Society of Southeast Asia Ｒesearches of China was set up． In 1984，Jinan University and Xiamen
University had the right to recruit the doctors who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y and overseas Chinese his-
tory． These institutes vigorously promoted researches on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history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and to some extent advanced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So for Southeast Asia researche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P．Ｒ．C，these institutes provide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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